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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空间格局演化与机理
*1

滕堂伟 方文婷*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中国 上海 200062）

【摘 要】：以新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为地理观测单元，以专利授权量为衡量指标，运用 ESDA 和 GWR 等方法，

刻画 2005—2014 年城市群创新产出时空分异特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市域间创新产出绝对差异波

动上升，相对差异波动缩小；创新产出水平相似的市域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波动增强，而两极分化现象呈减缓态

势；苏锡常都市圈与环杭州湾地区的崛起造成长三角创新活动的核心区域逐步突显；市域创新产出表现出收敛趋同

的迹象；创新产出高增长型市域沿沪汉蓉、沪杭甬通道呈“Z”字型分布；各因子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

性，其中政府支持和产业集群环境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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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作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助推器”
［1］
，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以往关于区域创新的研究成果，就其研究

范围的选取来看，包含国家
［2］
、东中西三大区域

［3］
、省份

［4］
、大都市圈

［5］
、城市

［6］
等；而研究内容则主要聚焦于区域创新能力

［7-8］
、

区域创新效率
［9-10］

、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11-12］

、区域创新时空动态
［13-14］

及区域创新水平影响因素
［15-16］

等方面，其中

区域创新的时空分异特征及成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命题
［17］

。

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活动是创新地理研究的热点
［18-20］

，初步揭示了旧长三角城市群（16 个城市，2012 年以前）研发投入产

出效率空间分异处于相对收敛态势
［20］

。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空间范围调整后的长三角城市群不同市域间创新活动的增加是否仍

具空间关联性？长三角市域间创新活动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是什么？由于区域的创新活动存在空间异质性，而地理邻近一般能

促进创新主体间的溢出效应，故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更好地测算区域创新活动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
［21-22］

。基于此，本文以 2016

年 5 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确定的 26 个城市为观测单元，借助专利授权量为度量指标，运用 ESDA 和 GWR 等

空间统计分析方法，阐释 2005—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的时空分异特征及成因，为提高创新的空间配置效益、加快世界

级城市群建设提供科学基础，并服务于中国特色创新地理学的发展。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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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由以上海为中心、联系紧密的 26 个城市组成（图 1）。国土面

积 21.17 万 km
2
，2014 年地区生产总值 12.67 万亿元，总人口 1.5 亿人，分别约占全国的 2.2%、18.5%、11.0%。科教和创新资

源丰富，有 300 多所高校及近 300 家创新平台，年研发经费支出与有效发明专利数分别约占全国 30%
［23］

。

1.2 数据来源

创新产出是创新活动的最终环节，通常可以用专利授权量、新产品产值和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指标来表征，而基于数据可操

作性原则，采用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产出的衡量标准，也能较为完整地体现区域发明与创新信息
［16］

。由于 2011 年“三分巢湖”

使得安徽省行政区划出现变动，故本文以 2014 年行政区划作为观测标准，就发生变化的行政单元数据统一进行调整合并，最终

以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空间单元，借助 2005—2014 年各市的专利授权量作为测算指标。数据主要由中国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专 利 检 索 与 服 务 系 统 中 的 地 方 知 识 产 权 局 网 站

(http://www.sipo.gov.cn/xglj/dfj/201311/t20131121_882509.html）、《上海统计年鉴 2015》《江苏统计年鉴 2015》《安徽统

计年鉴》（2012—2015）、《浙江统计年鉴》（2006—2015）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整理而得。选用 Arc⁃ GIS10.1 和 SAM

v4.0 等定量研究工具对其进行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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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1.3.1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CV）是选取样本的标准差与均值之比来反映，能够体现创新的区域相对均衡度。公式为：

式中：yi是第 i 地区的创新产出； 是地区创新产出平均值；N 是地区数目。变异系数愈大，反映地区创新产出愈离散。

1.3.2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G）能够定量刻画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状况
［24］

。

式中：N 是地区数目； 是地区创新产出平均值；y1、y2…yN是从多到少地区创新产出。基尼系数愈小，地区创新产出愈均

衡。

1.3.3 首位度

首位度（S）体现整个研究地区创新产出的集中度
［25］

。公式为：

式中：p1、p2 分别是整个研究地区中创新产出最大、第二大地区的相应数据。

1.3.4 Nich 指数

Nich 指数能够测度各地区在分析时段内相对于整个研究地区的创新产出增长速度
［26］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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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t、Yi0分别是第 i 地区在分析时段末期与初期的创新产出；Yt、Y0分别是整个研究地区在分析时段末期和初期的平

均创新产出。Nich 指数大于 1，表征分析时段内该地区创新产出增长速度快于整个研究地区的平均水平。

1.3.5 ESDA：空间自相关分析

ESDA 方法以评估事物或现象间的空间关联或依赖程度为焦点，能够凭借空间权重矩阵确定本地区和邻近地区间的空间关系，

被应用于多领域空间差异的探讨
［24］

。该方法可分为全局与局部空间自相关两种。

①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探究创新产出在地区中整体的空间关联与差异
［27］

，常用 Moran’s I 进行测算。公式

为：

其中，

式中：N 是地区数目；xi和 xj分别是 i、j 地区的创新产出； 是 xi的平均值；Wij是 i 和 j 地区的空间权重矩阵。Moran’

s I 的取值范围为-1～1，大于 0反映创新产出水平相似的地区呈空间聚集的状态；小于 0反映创新产生水平相似的地区呈分散

布局；等于 0 反映创新产出水平在空间上遵从随机布局。

②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能够测度地区创新产出的局部空间变化，通常采用 Local Moran’s I 来测算。公式为：

式中：zi、zj分别是 i、j 地区创新产出的均值标准化值；Wij是空间权重矩阵。局部空间自相关关键是要得到创新产出在具

体哪个空间表征集聚或异常，划分成 4种状况：HH（高值集簇区）、LH（低高空心区）、LL（低值集簇区）、HL（高低孤立区）
［27］

。

其中，HH和 LL 体现空间集聚，LH 和 HL 反映空间异常。

1.3.6 GWR：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GWR 是一种空间变系数的估计方法，用于测试具有空间分布特点的两个或多个变量间的回归关系
［28］

。该模型涉及到局域参

数估算，有利于显现特定区位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不同效用，从而更好地评估空间数据的非平稳性状况
［29］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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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是 n×1维因变量向量；Xik是 n×k 维自变量矩阵；k 是自变量个数；(Ui，Vi)是第 i 个观测点的空间坐标；αk(Ui，

Vi)是αk(U，V)在 i 点的函数值；εi是第 i 个研究单元的随机误差。

2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差异的总体特征

2.1 市域创新产出绝对差异波动性增大，相对差异波动性减小

2005—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专利授权量的标准差波动性扩大，其中 2014 年标准差为 14612 件，是 2005 年的 5.84 倍，反映

了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呈波动上升趋势（表 1，图 1）。2005 年以来，由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测算出长三角城市群

创新产出相对差异呈波动性减小态势，2014 年的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分别为 0.9090 和 0.4720，达到近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与

2005 年相比分别下降 41.68%和 25.42%，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呈现出趋同态势。从专利授权量首位度来看，创新活动次

发达市域赶超最发达市域的速度特别快，由 3.0950 降为 1.0836，表明创新产出在长三角城市群内并没有出现高度的空间集中，

总体上较为均衡。根据市域专利授权量频率密度分配曲线，偏态系数大于 0并且波动性缩小，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呈正

偏态分布且存在向正态分布逼近的态势，这是因为大于整个研究区域专利授权量平均值的市域个数增加，进而缩小了长三角城

市群创新产出的相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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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市域创新产出集聚性趋于上升态势

2005—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专利授权量的 Moran’s I 统计量借助 ArcGIS10.1 求解而得。根据表 1、图 1 可知，2005—2014

年 Moran’s I 皆大于 0，表现为全域正相关关系及波动上升趋势，说明创新产出水平相似的市域（高高或低低）呈空间集聚态

势且整体而言市域创新产出集聚性不断增大，也即反映市域创新产出总差异在减小。其中，2005—2014 年 Moran’s I 的“上

升—下降—上升”波动态势明显；2005—2010 年，Moran’s I 不断上升，从 0.1246 增大至 0.3719，反映此阶段长三角城市群

创新产出集聚状态持续加强；2010—2013 年，Moran’s I 一直减小，2013 年降至 0.2412，说明该期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

集聚趋势虽存在但程度弱化；2013 年起，Moran’s I 逐渐增大，且 2014 年的 Moran’s I 统计值为 0.2871，是 2005 年的 2.30

倍，可见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趋于集聚且自我强化的态势。

3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化

3.1 市域创新产出的两极分化现象趋于减缓态势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的实施、科技进步及教育发展推动了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的迅速增长
［2］
。2005

—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总体上快速提升，专利授权量由 41 749 件上升至 417 933 件，年均增长 29.17%。其中，在

沪汉蓉高速铁路（上海至南京段）地带创新集群特征明显，其专利授权量占长三角专利授权总量的 44%以上，但专利授权量比重

由 2005 年的 52.92%下降到 2014 年的 44.71%，说明其在整个研究区域中的领先地位有所下降，市域创新产出分化程度有所减弱。

为了更直观地揭示长三角创新产出水平的空间变化，本文根据 2005 和 2014 年各市域专利授权量占长三角城市群专利授权

量总数的比重
［16］

，结合 ArcGIS10.1 的自然断裂法，将创新产出水平分为低水平、较低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 4个等级，绘制

出 2005 和 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水平空间分异图。从图 3、图 4 可以看出，2005 年，盐城、滁州、马鞍山、芜湖、铜

陵、安庆、池州、宣城、湖州、舟山均为低水平区，高水平区仅有上海。到 2014 年，除了芜湖、湖州由低水平区变为较低水平

区外，其余低水平区较为稳定，上海仍旧保持在高水平区行列，而苏州、宁波则由较高水平区升级为高水平区，且苏州的专利

授权量超越上海（表 2），成为长三角地区创新产出的新增长极，此外合肥都市圈创新活动较为落后，宁波都市圈内部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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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类型多样，台州和舟山接收到宁波市较弱的创新活动辐射。总之，2005—2014 年，创新产出低水平市域个数从 10 个减少至

8个，高水平市域个数由 1个增加到 3个，长三角城市群专利授权量前 10名的累积百分比从 2005 年的 85.21%下降为 2014 年的

72.24%，表明长三角各市域创新产出的两极分化现象趋于减缓态势，降低了市域专利授权量整体的离散程度，因而使长三角各

市域创新产出水平的差异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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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创新产出的核心区域逐步突显

全局自相关方法只能从整体上探讨研究区的空间相关性，考虑到空间异质性
［30］

，需要以 2005 和 2014 年为时间截面，运用

ArcGIS10.1 的局部自相关方法来分析长三角各市域创新产出空间相关性及空间聚类演变，得出结果见表 3、图 5 及图 6。2005

年，位于 HH区的城市只有苏州、台州、金华、上海 4市，其专利授权量较高，且带领周围市域专利授权量的增加；低值萧索区

分布较广，共 12 个，占市域总个数的 46.15%，显露出专利授权量较低的市域被同样较低的市域围拢，包含镇江、泰州、盐城、

扬州、池州、铜陵、安庆、宣城、马鞍山、芜湖、合肥、滁州，这种低低集聚的模式和其经济状况相对应；无锡、南京、宁波、

杭州 4 市的极化特征显著，为专利授权量的高低孤立区，该类市域处于极化中心，其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对周围市域输出

较少的创新要素；常州、南通、绍兴、湖州、嘉兴、舟山 6 市相比周围市域的专利授权量呈现较低的特点，为低高空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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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呈现明显的高值集簇特点，位于 HH 区的市域个数从原来的 4 个提升至 7 个，创新产出

水平高的市域数量存在增大趋势，其中无锡由高低孤立区而常州、绍兴、嘉兴由低高空心区加入到高值集簇区行列，而金华则

由高值集簇区退居为低高空心区，表明和周围市域相比，金华的创新产出水平有所降低；低值萧索区的规模略有缩减且集中在

长三角西部，呈现连片分布的特点，该类型市域个数仍有 11个，占市域总个数的 42.31%，仅有镇江从低值萧索区转变为低高空

心区。

2005—2014 年期间，长三角 76.92%的市域所处的象限类型没有改变，反映了该市域本身和其邻近市域的创新产出所处水平

较为稳定，也即诠释了创新活动具备一定空间锁定特点，尤为典型的是合肥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其中合肥都市圈一直处于低

值萧索区，而宁波都市圈内部的创新产出长期分化严重。

整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群专利授权量显现东多西少的空间差异，东部市域的创新产出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相邻市域

的专利授权量增长彼此影响，但此种影响对西部的扩散效应缺乏，使得长三角创新活动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突显。伴随

苏锡常都市圈和环杭州湾地区的崛起，长三角创新产出的核心区域逐步突显，高值集簇区和高低孤立区以上海为核心，并向南

京、杭州及宁波 3 个节点方向延展的“Z”字型空间分布特点更加明显，除了受市域自身产业结构的影响外，也表明地理邻近性

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促使靠近上海这一创新级的市域通常具备较好的创新绩效。

3.3 市域创新产出有收敛趋同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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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差异变化的本质是各市域创新产出增长速度不同
［31- 32］

。运用 2005 与 2014 年各市域专利授权量和对

应年份的长三角城市群专利授权量均值之比来分析，可以揭示 2005—2014 年各市域创新产出增长对全区域创新活动差异敛散性

的影响（图 7）。研究期内，南京、无锡、苏州、宁波等 4 个市域的创新产出愈来愈高于全区域平均水平，呈向上发散；上海、

杭州、金华、台州等 4 个市域的创新产出增长速度快于全区域平均增长速度，且向上趋近于全区域平均水平，呈向上收敛，除

台州外，其余市域皆布局在沪昆高铁（上海—金华段）地带；有 18 个市域的创新产出增长速度慢于全区域平均速度，且向下接

近于全区域平均水平，呈向下收敛，其中整个合肥都市圈皆呈向下收敛，因而仍需强化合肥市的辐射带动功能，进而提升长三

角内陆城市的创新绩效。整体来看，2005—2014 年期间，共有 22个市域收敛，4个市域发散，收敛大于发散，因此市域创新产

出增长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差异的影响表现为收敛，从而使得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总差异趋于缩小。

3.4 创新高增长型市域沿两大交通线路呈“Z”字型分布

图 8 由 2005—2014 年长三角各市域专利授权量的 Nich 值绘制而成。Nich≥1 的高增长型市域创新产出增量大于长三角城市

群平均创新产出的增量，共有 9 个，其中苏州、宁波、上海、杭州和无锡 5 市的 Nich 值位居前列，分别为 3.55、2.72、2.62、

2.04 和 1.79，南京、常州、绍兴、嘉兴等 4 个市域的 Nich 值介于 1 与 1.5 之间。高增长型集聚在沪宁合杭甬发展带，并沿沪

汉蓉高速铁路（上海—南京段）、沪杭甬高速公路呈“Z”字型分布。此外，高增长型市域除上海、南京外，其余的 7 个市域均

分布在苏锡常都市圈和环杭州湾地区，占该类市域个数的 77.78%。而 Nich＜0.5 的市域有 8个，0.5≤Nich＜1 的市域有 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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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1 的低增长型市域共有 17 个，在高增长型市域周围或外围地带集中分布，尤为典型的是宣城、安庆、舟山、铜陵和池州

的 Nich 值皆处于低水平，分别为 0.18、0.16、0.14、0.10 和 0.08，因此高增长型市域需更好发挥联动作用，促使低增长型市

域创新产出的增加。苏州和上海形成创新产出高增长市域的显著集聚区（图 9），其创新产出增长对周围市域呈较强正辐射效用，

但仍需继续维持其较好的创新活跃度，引领周边市域的创新产出增长，而舟山地处长三角城市群的边缘化地区，创业创新平台

建设较为滞后，沦为本身创新产出低增长而其周围市域高增长的显著集聚区，需要加大创新要素投入，改善创新凹地局面。总

之，专利授权量的增长向交通条件优越的市域集中，其余市域发展缓慢，这势必造成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的空间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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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空间分异的成因

4.1 指标选取与回归建模

由于传统的 OLS 方法忽视了空间性质，无法揭示各市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因子在空间上的异质性与各因子对创新产出影响的

非均衡性，并且专利授权量的 Moran’s I 指数皆正值，反映出长三角创新活动具有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因此需利用 GWR 模型才

能有效地探究长三角创新产出的影响因素
［33］

。区域创新产出水平主要取决于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等要素条件
［4，34］

。本文选用创

新基础与政府支持两个层面表征区域的创新投入，同时采取经济水平、产业集群环境、开放度与流动性四个角度来反映地区创

新环境（表 4）
［16-17］

。考虑到创新从投入到产出有一定时间滞后性，本文采用 1 年的滞后期
［35］

，即以 2013 年创新投入和创新环

境的指标，以及 2014 年创新产出的指标构建回归模型，其中为了尽可能消除异方差，需对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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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Gi 是第 i 地区的专利授权量；IFi、GSi、ELi、ICEi、ORi、Mi分别是第 i 地区的创新基础、政府支持、经济水平、

产业集群环境、开放度、流动性；α是常数项；εi是误差项；β、λ、δ、φ、η、γ是弹性系数，即 IF、GS、EL、ICE、OR、

M 每发生 1%变化，将引起 PG 分别发生β%、λ%、δ%、φ%、η%、γ%变化。

4.2 结果分析

借助 SAM v4.0 软件，选用高斯函数测度 GWR 模型的最优带宽
［36］

，处理结果见表 5，得到 R2
为 0.946，调整后的 R2

为 0.914，

局域的 R2
最大值为 0.933，最小值为 0.913，表明各影响因子对创新产出拥有较好的解释力。

在 ArcGIS10.1 中，选取自然断裂法将创新基础的弹性系数划分为 4个级别，作出创新基础的弹性系数空间分布图，其余影

响因子的弹性系数空间分布图同理可得。图 10（a）显示，创新基础的弹性系数皆为正数，反映了创新基础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均

为正效应。创新基础的弹性系数最大的是安庆，为 0.32909，最小的是宁波，为 0.08051，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4.0876 倍，创新

基础的弹性系数形成了从西向东递减的阶梯状，说明长三角西部市域创新基础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较大，也即反映出科研人员增

加能有效刺激西部创新活动增长，因此需继续加强该地区科研人员的引进与培养。而长三角东部市域经济发达，如果只是单纯

增加科研人员投入，则无法大幅度提升市域创新能力，也就是说，东部市域在科研人员投入的同时仍要综合考虑其余因子对创

新活动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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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b）显示，政府支持的弹性系数皆为正数，反映了政府支持力度愈大，创新产出愈多。政府支持的弹性系数最大的是

上海，为 1.47277，最小的是盐城，为 0.94957，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1.5510 倍。从政府支持的弹性系数大小来看，高值主要分

布于上海、苏州、湖州、宣城、嘉兴、无锡和常州，低值主要分布于台州和盐城，使得政府支持的弹性系数显现出典型的中心

—外围结构，越到外围，政府支持对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愈弱。

图 10（c）显示，经济水平的弹性系数有正有负，经济水平与创新产出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线性相关关系。经济水平弹性系数

最大的是盐城，为 0.63041，最小的是台州，为-0.28498。经济水平的弹性系数从东北向西南呈缩小态势，其中负值区有 11个，

主要分布于合肥、宁波、安庆、绍兴、芜湖、宣城、铜陵、池州、杭州、金华和台州，此类市域经济水平每增长 1% 将导致创新

产出减少 0.001% ～0.285%，可能存在路径依赖等原因，使其无法有效地在原有产业链上进行路径创新，从而导致创新产出递减。

图 10（d）显示，产业集群环境的弹性系数皆为正数，反映了产业集群环境愈优越，创新产出愈多。产业集群环境的弹性系

数最大的是滁州，为 0.81223，最小的是池州，为 0.58911，前者是后者的 1.3788 倍，其中长三角西北部市域产业集群环境对

创新产出的贡献度较大，领先于其余市域，因此为了继续激励其创新产出增长，政府应通过政策创新优化产业集群环境，特别

是在引进外资方面，实现“招商选资”而非“招商引资”，同时需打压模仿驱逐创新的“柠檬市场”［37］，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的

积极性。

开放度的弹性系数有正有负（图 10e），说明开放度对创新产出的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开放度的弹性系数最大的是金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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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43，最小的是盐城，为-0.07272。开放度的弹性系数南高北低呈阶梯状分布，除泰州、扬州、南通、盐城出现负值外，其

余市域开放度每提高 1%，创新产出将增加 0.047%～0.300%。此外，开放度弹性系数的 4 个级别在空间上表现出连片分布的状态，

特别是弹性系数值介于-0.006559～0.135222 之间的市域，绝大多数处于沪汉蓉高速铁路（上海至合肥段）地带，也即说明开放

度的弹性系数呈显著空间集聚特点，但可能由于外资企业对核心技术的保护意识尤为强烈，企业间的溢出效应容易局限于低端

技术，使得开放度对创新产出影响不大。

图 10（f）显示，流动性的弹性系数皆为正数，反映了流动性愈大，创新产出愈多。流动性的弹性系数最大的是舟山，为

0.28105，最小的是池州，为 0.01570，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17.8977 倍。流动性的弹性系数从东北向西南，总体呈缩小态势，说

明长三角东北部市域流动性对创新产出起到较好的正效应。相邻市域的流动性弹性系数相似，表明流动性的弹性系数呈空间集

聚分布状态，其中杭州、马鞍山、安庆、合肥、宣城、芜湖、铜陵和池州的流动性对创新产出影响较小，舟山和宁波的流动性

对创新产出影响较大。

比较各影响因子的弹性系数发现，政府支持和产业集群环境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水平提升起着关键效用，且政府支持

的影响程度大于产业集群环境，也即反映长三角城市群的制度因素、集聚经济以及知识溢出在区域创新产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其中国家政策倾斜影响着企业投资，且整个市场国有垄断份额较大，从而造成了政府支持对创新产出的解释程度最高。此

外，经济水平的弹性系数绝对差异最大，极差达到 0.9154，说明经济水平和其它影响因子相比，其对创新产出影响的区域差异

性较大。总之，各影响因子的弹性系数具备空间非平稳性，从而实现了对空间常系数模型的有效补充。

5 结论与讨论

以 26 个市域为空间观测单元，以专利授权量为测度指标，综合使用 ESDA 和 GWR 等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 2005—2014 年长

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时空分异特征及成因，得出结论如下：

2005—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波动上升，相对差异波动减小，且创新活动次发达市域快速赶超最发达市

域，城市群创新产出呈正偏态分布且存在向正态分布逼近的态势，进一步缩小了城市群创新产出的相对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创

新产出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创新产出水平相似的市域集聚分布，两极分化现象减缓缩小了长三角各市域创新产出水平差异；

苏锡常都市圈和环杭州湾地区的崛起造成长三角创新活动的核心区域逐步突显，高值集簇区和高低孤立区形成以上海为核心，

向南京、杭州及宁波 3 个节点方向延伸的“Z”字型空间结构；2005—2014 年创新产出高增长型市域集聚在沪宁合杭甬发展带，

并沿沪汉蓉高速铁路（上海—南京段）、沪杭甬高速公路呈“Z”字型分布，其中苏州和上海形成创新产出高增长市域的显著集

聚区，成为引领城市群创新发展的“双核心”。创新活动影响因子在不同市域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创新基础的弹性系数西高

东低呈阶梯状分布；政府支持的弹性系数形成了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经济水平的弹性系数由东北向西南递减；西北部市域

产业集群环境的弹性系数高于其余市域；开放度的弹性系数显现出自南向北递减的阶梯状；流动性的弹性系数从东北向西南呈

缩小态势；除经济水平和开放度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有正有负之外，其余驱动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皆呈正效应；政府支持

和产业集群环境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水平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且前者贡献度大于后者，体现了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

的长三角特色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特色。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范围的调整体现了充分发挥长三角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龙头带动作用的战略目的，但安徽 8 个城市加

入显著扩大了城市群内部创新产出的空间差异。从发展态势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发展的战略空间取向在于沿着沪汉蓉高速

铁路向西辐射，促进合肥创新极的崛起，形成跨市域创新网络以及多中心、多轴线的创新空间结构，由此进一步辐射带动长江

经济带上中下游产业联动、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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